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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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仍缺

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与适应，相应治理研究亦遭遇困境。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

选择应基于 “中国特征”并将其转化为 “中国优势”，实现从碎片化管理向整体性

治理、从聚焦于老年人口向强调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转变，并将政策调节逻辑从

“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转型为 “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当前的老龄战略及政策布

局应立足于我国人口态势和老龄化发展规律进行战略配置，在文化和制度传承的基

础上更新理念和创新制度，在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兼顾整体性和动

态性的社会经济支持体系，加强对老年人群体演化和未来老龄社会发展的研判，并

以此为基础选择政策调整乃至重构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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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① 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人
口再生产模式从 “传统型”向 “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可以被看作社会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没有好坏之分，所谓的 “问题”或 “挑战”

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更多源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行社会
经济架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因而需要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的调整乃至重
构以适应之。中国自２０００年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已近２０年，无论政府还是
民众对老龄化已有直接认识，学界研究亦日趋深化，但整个社会对其应对却仍存诸
多认知误区，并习惯将其当成一种不正常的人口和社会态势，相当多的研究也都是
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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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整体性治理：应对老龄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
策重构研究”（７１４９０７３５）及面上项目 （７１８７４０３１）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复旦大学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科研发展基金支持。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２１世纪的挑战，其治理空间与政策效能已捉襟见肘。

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人口态势，老龄化的影响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发展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同步，并始终伴随 “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实现过程。在此背景下，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模式无疑要基于整体
性的中国思考，在更新观念和创新制度的基础上跳出传统理论与框架的桎梏，以形
成新时代的中国方案。

一、反思老龄社会治理的研究困境

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十多年内将继续增长，而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
其近期增长主要源自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生高峰人群。２０１５—２０５０年间，中国
老年人口 （６５岁及以上）规模将从１．４亿增至３．６５亿左右，① 预计在２０５５—２０６０
年达到峰值 （４亿以上），之后的老龄化速度将明显放缓，进入所谓 “高位平台期”，

至２１００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３０％左右的高水平。２０２５—２０３０年起老年人口
自身结构的老化将开始凸显，② 而２０１５—２０３５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
期，也是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尤其２０２０年前后
还将出现暂时的 “底部老龄化”和 “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③ 应对老龄社会
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从目前来看，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主要障碍不全
是 “未富先老”，④ 而是 “未备先老”或 “慢备快老”，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对
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相应治理研究亦存囿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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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２０１５年预测２０５０年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３．７１亿，比例为２７．６％；郭
志刚２０１２年预测２０５０年中国老年人口 （６５岁及以上）为３．５４亿，比例为２５．２％；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７年预测结果为３．２２亿和２２．７％；本研究用随机概率
预测中位数为３．６５亿和２７．６％，８０％的概率区间为３．２３亿—４．０６亿和２５．４％—

２９．２％。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ｈｔｔｐ：／／ｅｓａ．ｕｎ．ｏｒｇ／ｕｎｐｐ，

２０１５－１１－５；郭志刚：《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国
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等等。
据笔者测算，２０２５年之后，老年人口结构将开始出现明显的高龄 （８０岁及以上）比例
增高、低龄 （６０—６９岁）比例降低。
笔者对不同出生队列人口的分析及预测表明，新进入老年的人口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间显
著减少 （对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生人群），而生育政策调整后０—１４岁少儿比例在此期间
仍处于上升期。
不少西方国家在尚未达到中国现有人均ＧＤＰ水平时已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基本社会保障
制度。例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与西欧１２国 （法国、德国、英国等）

１９６５年相当，但这些国家均早于１９６０年建立了基本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参见陈
友华：《关于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首先，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理理论尚未形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化
进程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基本同步，传统的建立在年轻人口占绝对
主体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架构都需要根据老龄化的发展态势作出相

应调整乃至重构，老龄社会的治理应内嵌于新时代的公共治理。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
一，强调从 “社会管理”到 “社会治理”的转变，①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明确
提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② 这些理念
与方案不仅为中国新时代的公共治理确立了路径，也为老龄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宏观
理论框架。然而，“治理”概念本身具有 “问题导向”和 “结果导向”的特点，③ 具
体的治理体系将根据现实议题的变化而不断演化，以与社会发展现状不断适配。尽
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已针对老龄工作形成了初步宏观治理格局，但现有涉老制度与政
策安排仍未全面脱离 “政府主导型”和 “管控型”④ 的社会管理模式，诸多问题尚
未澄清，例如现行老年和老龄定义是否合理、老龄社会的就业形态和福利模式会否
颠覆、传统文化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机制等，这使得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治
理理论尚未形成，具体的治理体系尚未落实，因而难以实现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

从查漏补缺到持续发展、从管控维稳到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转变。

其次，现有社会认知混沌，存在误判人口及老龄形势的风险。人口老龄化是
近年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较新议题，在社会上和研究中， “悲观论”和
“政府全能全责论”仍有不少市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也时有涌现。更多的
研究则习惯将老龄化问题看作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即如何为现在和未来的老年人
口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由此形成的政策建议和相关职能部门也更多关注老
年人工作的开展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而非整个老龄社会的应对。⑤ 事实上，这些
现象大多源于传统的概念、工具和框架与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脱节，这种不匹配尤其
体现在现行老年及老龄标准上。联合国自２０世纪中叶起推行的老年定义依赖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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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４９—５０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４９页。
燕继荣：《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李强：《怎样理解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７期。
窦玉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４年
第４期。
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几点认识》，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高端圆桌会议论
文，上海，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６日。



的生理年龄指标，① 并由此形成人口老龄化的判定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

时预期寿命的限制和各国政府对养老保障的考量。从确定这些标准至今，人类社会

已经历巨大的人口、健康及疾病谱转变，② 其经济社会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革，因

而近１０年来，如何重新定义老年／老龄化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前沿。例如，有

欧洲学者提出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预期老龄化），以基于 “期望余寿”而不是 “已

存活年份”来重新审视老龄化。③ 基于这些新的框架及工具重新判断中国乃至全球

人口形势会发现，老龄化尽管仍呈上升趋势，幅度却多有缓和，劳动适龄人口比例

也大多在２１世纪后半叶开始回升。不难看出，一旦跳出旧概念和旧框架的桎梏，我

们对人口老龄化态势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不仅源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

动，也是国家治理模式改进、人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科技发展的合力使然，并必然

影响到与老龄化相关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制度政策的设计。

再次，现有涉老制度与政策安排研究尚未形成中国方案。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制

度安排有鲜明的国家特征，虽然那些先期进入老龄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后进者提供

了丰富的经验和前车之鉴，但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本国情、社会架构、发

展阶段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其制度及政策模式，何况不

少西方国家自己也正深陷泥潭。如何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

的诸多挑战，目前尚无系统的他国经验可供中国借鉴。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学界已开

展多项大规模老龄研究，④ 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对中国老龄化议题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并形成丰富的学理性成果，其中具体的对策研究则相对集中

于以生育政策为重点的人口政策调整、与老年人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单一部门的政策

调整等方面。⑤ 不难想象，这些应用研究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老龄化视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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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１９５６年确定将６５岁及以上人口视为老年人口，此后又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提出６０岁与６５岁两个老年标准。

Ｓｅｒｇｅｉ　Ｓｃｈｅｒｂｏｖ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ｅｎ　Ｃ．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ｖｏｌ．２８，ｎｏ．７，

２０１６．
ＩＩＡ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ｉｎｇ重
新定义老年标准为：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减去１５年，即当人口的期望余寿小于或等于１５
年时视为进入老年期，该老年定义将会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而动态变化。参
见 Ｗａｒｒｅ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ｅｉ　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２９，

２０１０；Ｗａｒｒｅ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ｅｉ　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６３，ｎｏ．４，２００８．
例如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等大型决策咨询
项目，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ＣＬＨＬＳ）、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和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ＣＬＡＳＳ）等大型追踪调查项目。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或 “挑战”的倾向，较多着眼于单项或局部的静态政策问题，尚未形成基于中国思
考的整体性框架。正如前文所强调，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其进程涉
及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不可能只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
根本性逆转，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优化老年人福利而消弭其压力，更不可能依靠传统
“部门政策”的单打独斗而扭转当前治理困境。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在经济
未发达、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这就要求中国寻求
一种更加多元的应对老龄化的整体性治理模式及政策体系，① 而中国独特的政治体
制、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文化传统和家庭模式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特征，并由此
形成整体性应对方案。

此外，现有研究及实践对人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把握不够。治理
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发展现状和制度变迁形势相互适配的动态过程。尽管学界对中国
人口老龄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基数大、速度快、区域不均衡、高龄老人和失能老
人多、空巢化和独居化加剧等正逐步形成共识，但中国的老龄化毕竟仍在不断发展
之中，其治理过程尚有一系列 “不确定性”需进一步把握。具体而言，本文认为以
下四个方面应特别关注。

（１）劳动力总供给开始下降，就业结构与模式面临结构性转变。我国劳动适龄
人口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目前按传统概念推算的劳动力供给已经
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② 但中短期内我国的劳动
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２０年间将始终稳定在９亿以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正逐渐下降，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产业的高端劳动力需求则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是未来一
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
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这种 “技术性破坏”将在缓解未来劳动力短
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③ 并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就业模式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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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ｅ，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Ｇｅｎｕｓ，ｖｏｌ．６２，

ｎｏ．２，２００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Ｋｅｉｓｕｋｅ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　ａｎｄ　Ｎｅｉｌ　Ｈｏｗｅ，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ｎｇ
Ｍａｒｃｈ　ｔｏ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Ｇｒａｙ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ＣＳＩＳ，２００９；蔡昉、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
续性》，《比较》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邬沧萍、王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求是》

２００９年第７期。
据笔者测算，１５—５９岁的传统概念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２１世纪内预计缩减３亿左
右，其中２亿的缩减将发生在近２０年内，而与此同时，４５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比
例将稳步上升。

Ｃａｒｌ　Ｂ．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Ｏｓｂｏｒｎｅ，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Ｈｏｗ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
Ａｒｅ　Ｊｏｂ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１４，２０１７；



化和层叠化①将趋于普遍。在此背景下，已无法仅仅依靠加强传统劳动力教育投资

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来应对，而必然涉及对老年人力资源 （特别是中高端人才）

的开发利用、对某些行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安置与再教育，甚至涉及劳动力市场的重

构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议题。

（２）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复杂性，但也创造了政策回旋空间。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主要受到本地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流动两大因素的影响，表现

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城乡差异则体现出明显的 “城乡倒置”特征，② 这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人口城乡转移是我国当前农村

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③ 这种人口转移又同时有效降低了城市常住老年人口比重。

这些现象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期间会持续发酵，其间的老龄化压力将通过人

口流动更多地传导至中西部地区 （主要是农村）。尽管这会在全国层面增加应对老龄

化的复杂度，但也为城镇 （尤其是东南部）有效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

策的回旋空间。

（３）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其机遇与风险并存。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居家养老都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所有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

通过家庭或社区获取养老服务。一方面，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家庭

结构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少

子老龄化”的现代家庭在养老抚幼方面的传统功能受到磨损。另一方面，中国传

统家庭伦理和家庭文化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现代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影

响极大扩展了家庭的空间联系，家庭成员 （主要是亲子）之间的传统互助网络仍

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④ 这是中国式养老乃至中国式老龄社会应对战略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支柱。在家庭政策仍系统性缺位的情况下，这些现象将给未来制度安排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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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Ａｎｔｏｎ　Ｋｏｒｉｎｅｋ　ａｎｄ　Ｊｐｓｅｐｈ　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２４１７４，２０１７．

①　层叠化是指个体同时具备多种就业身份，可并行且相对独立。例如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已使传统正规就业群体中的许多人同时具备了其他非常规就业身份，如利用业余时间
开网店、代购、代驾、开网约车等。
据笔者对普查资料分析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城市老龄人口比重从６．３６％升至

７．６８％，增加了１．３个百分点；乡村则从７．１０％升至１０．０６％，增加近３个百分点。乡
村现有老龄人口比重比城市高出三成，十年间乡村老龄人口比重增幅更是高出城市１．３
倍。无论从老龄化水平还是从老龄化发展速度来看，乡村均远远高于城市。
朱勤：《城镇化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量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５期。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２
期；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很大的不确定性。

（４）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其政策价值仍有待挖掘。２０１０年，我国男

性和女性老年人口 （６０岁及以上）的余寿分别为２０．０４岁和２３．１４岁，生活自理预

期寿命为１７．２２年，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２．５３年，① 相比２０００年均稳步提升。

不同口径的老年人口失能率区间为１０．４８％—１３．３１％，② 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比例

未超过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寿命提高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成本及

压力，即 “胜利的成本”乃至 “胜利的失败”，③ 而现有的制度安排模式尚未对我国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提升这一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对其效益未有效利用，对其可能

带来的压力也未及时反应，这尤其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和老龄科技发展的滞后性，

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 “长寿风险”④ 问题。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思路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全面变革，社会建设路径正在从
“社会管理”向 “社会治理”升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这划时代的变革相同

步，然而老龄治理格局却囿于其惯性和现实瓶颈，仍未全面实现治理转型。在此背

景下，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必须跳出在传统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

的路径依赖，不仅避免局限于 “在旧框架内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更要抛掉局部的、

静态的治理模式调整或政策调节思路，进而从全局的、动态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整体

性治理的战略布局。

具体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思路应首先实现如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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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文娟、魏蒙：《中国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和时间估计》，《人口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２０１０年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跟踪调查”数据的老年人口失能率最高，达到

１３．３１％；２０１１年 “中国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査”数据的失能率最低，为

１０．４８％；２０１０年 “六普”数据的老年人口失能率为１１．２０％。参见张文娟、魏蒙：
《中国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到底有多高———多个数据来源的比较》，《人口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胜利的成本”（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是指人类寿命提高 （即所谓 “胜利”）在带来效益的
同时也是有成本的，例如健康较差的高龄老人存活率提高就会给社会长期照料和亿万
家庭生活质量带来严峻考验。一种更悲观的理论则认为，老年人寿命延长同时使虚弱者
存活将导致老年人群中残障比例增加，是一种 “胜利的失败”（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参见

Ｙｉ　Ｚｅｎｇ　ｅｔ　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ｓｔ－ｏｌ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ｖｏｌ．３８９，ｎｏ．１００７９，２０１７．
一般指个体或群体的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所产生的财务风险。



（一）从强调 “中国特征”向构建 “中国优势”转变

如何系统应对老龄社会对全球社会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先期老龄化国
家确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为我所借鉴，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近年在有关养老问题上
的咨政建议和政策举措亦大多以先期老龄化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或与其对标，这在我
国老龄研究的发展初期是一个必然选择。然而治理模式转型和制度体系改革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各国之间存在某些共同趋势，但更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个性特征，

无法简单地模仿引用。中国国情及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必须基于中国思考。中国有强大而稳定的政府，其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其在
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 （例如国有资产划转充实
社保基金），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应对老龄社会挑战中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大国
优势与区域多样性也将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宏观战略的施展舞台，并为资源配置提
供巨大的灵活性和政策腾挪空间。我们还有悠久的养老、孝老和敬老、尊老文化传
统，这些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也将奠定中国式
养老的伦理基础，并极大拓展养老资源乃至应对老龄社会的资源格局。不仅如此，

家庭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家庭对代际责任和代际公平的诉求会在消化
吸收社会转型成本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这将为我们应对老龄社会提供独特的优势
和资源，并关系到当下中国社会能否在老龄化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历史
转换。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治理方案无疑应基于这些 “中国特征”，并逐渐将其转换为
“中国优势”。

（二）从 “碎片化管理”向 “整体性治理”转变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并不是孤立的策略或对策集合，而
是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更多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框架中加以思考
和布局，这首先需要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固有制约。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
种与老龄化有关的公共政策及管理有碎片化及空心化的趋势，① 各类老龄政策在不
同部门发展序列中的排位以及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老龄事务

的理解，更遑论部门权责交叉和政策摩擦的现象，这会使老龄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
政策转变的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性问题难以解决。老龄化的影响已经渗
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所呈现的是一套跨越功能边界的非结构化公共事务问
题，分工细密、层级分明、专业导向和行政驱动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难以实现有效
治理。因而需要借鉴 “整体性治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的战略视角来调节乃至
重构目前我们为解决老龄问题而实施和运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体系。整体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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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秉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６０年：成就与教训》，《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理是在２０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理论范式，① 它首先对新公共

管理运动所主张的分权、市场化和民营化进行了反思和调整，强调政府进行全面协

调的必要性及能力；其次在传统的行政协调上引入新的协作伙伴和工具，并重视现

代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作用；此外还将民众作为积极的公共服务生产者和治理主体，

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本位主义。② 当前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区域联动发展、部

门间议事协调机制、基层治理创新，都部分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思路，③ 但在老龄

领域，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开展的研究、实践还比较薄弱。

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实现老龄社会的 “整体性治理”转型应尤其强调公共政

策的跨功能性和跨部门性，并以此为基础统筹不同社会子系统的资源以形成合力。

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以某一部门为基础制定的公共政策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配合与支持，才能达到该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④ 实现老龄

社会整体性治理需要发现和克服相关公共政策与管理实践中的 “隙缝”和 “漏洞”，

通过放大政策合力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网络，这要求政府通过自我调整乃至重构成为

具有引导性、杠杆性和判别性的核心角色，从而形成跨功能、跨部门的治理机构或

联合行动。另一方面，整体性治理需要强大的政府、市场和社会 （包括家庭和社

区），也需要它们之间对相关公共事务的基本认同、信任和亲密无间的合作。⑤ 人的

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公共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

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资源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

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⑥

此外，在这些多元治理主体整合合作的背景下，笔者认为重视并支持家庭将成

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⑦ 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中国家庭的很多养老

资源是通过生育资源转化的，对于中国老人来说，“花儿女的钱”和 “花国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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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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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而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更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

务都无法取代的。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

养老责任，但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既不能使老人获得完整的福利，

也会造成社会的过重负担。这些家庭伦理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关键在于政府及

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的养

老责任，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家庭，而是要明确主

体边界，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整

体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治理主体对个体的福利支持本就属

于不同形式、层面，彼此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①

（三）从聚焦于 “老年人”向强调 “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转变

与年轻型社会一样，老龄社会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态，只是老年人口超过了

传统比重而已。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思考和治理选择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在老

年人口占较大比重的社会形态下的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如何适应和调整，以实现全

民共同发展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另一类则主要是如何满足老年人口的经济安全、医

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这两类治理问题亟需整合，因而凸显了 “全人口

全生命周期”理念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讲，“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理念也是 “整

体性治理”的应有之意，但强调 “全人口全生命周期”是为了强调老龄社会治理模

式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可持续性和代际公平原则。将老龄化问题过度聚焦于为老年人

口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既易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情绪，也不符合代际均衡的

发展理念。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惯性决定了老龄社会的应对战略不是一种应

急策略，还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一些聚焦于老年人口的应急措

施在缓解短期的现实压力方面非常必要，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老龄战略应

充分考虑各年龄段人口的需求与价值，致力于寻求将再分配功能和生产性功能内在

整合的发展型政策模式，在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同时，平衡短期应急目标与中长期

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绝不是 “老年人的问题”，未来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

保健支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对现在年轻人的健康投资和行为转变来改善，

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需要通过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率和推动老年劳动力的经济参

与来缓解，老年照料负担的问题需要给家庭和社区合理而有效的资源投入才能得到

良好的解决。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只有将个体发展

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夯实老龄社会政策设计的基

·３４１·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

① Ｄｏｎａｌｄ　Ｃｏｘ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ｋｕｂ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５７，ｎｏ．１，１９９５．



础。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健康老龄化”和 “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
性目标，学界也提出过 “生产性老龄化”和 “成功老龄化”等战略命题，① 这都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四）从 “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向 “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转变

人口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治和文化传承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口
众多亦是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之一，但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各项发展所
发挥的所谓 “主导性或决定性影响”，并由此形成一种 “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的治
理模式及政策调节逻辑，习惯性地通过干预人口发展来实现制度目标，则失之偏颇。

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与社会经济系统互构
并共生，远不能为线性因果逻辑所概括。早在２０世纪初，不少学者、政府决策者乃
至民众就已认识到，“人口不是开启一切社会问题的钥匙”，“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抽象
地看待人口问题”。② 然而对待老龄社会治理这一复杂议题，“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

的政策调节逻辑当前仍为许多研究者所秉持，例如希望仅仅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鼓
励育龄人群生育而遏制老龄化发展；③ 再以养老金改革为例，现有系统的本质永远
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制度安排，因而就业人口的增长或稳定及其就业时间的延长是
养老金可持续性的人口学保障，以延迟退休为代表的现有政策研究大多出自此逻辑。

随着生育率的长期走低、就业形态与模式的结构性变动，传统概念中的正规就业的
增长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而科技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正在缩短人们的有
效工作时间，依靠改变人口要素来满足传统制度安排的要求已变得越来越难。前文
已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对其只能适应而无法逆转。现有 “以
人口变动适应制度”式的政策调节模式，主要源于对老龄社会常态化这一重要前提
认识不足，其本质无异于强迫一个老年人口已成为主体之一的社会，却不得不在一
套以年轻人口为核心而设计的制度架构中继续运行，因而其体制机制常有削足适履
的倾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转变思路以使老龄治理模式及政策调节逻辑逐渐
向 “以制度变革适应人口”转型，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通过政策整合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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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人口发展态势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必要，
通过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可延缓老龄化的速度，平缓因出生数量波动而造成的对社会
经济的惯性影响，并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时间，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
可能仅仅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根本性逆转。



度创新及重构来协调这种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采用 “以人口变动适应制度”的治理模式和政策调节逻辑来应对老

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既有思维定势所束缚———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来分析

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社会形态，因而对老龄化的判断常常是负面的，其应对之

策也主要是短期的和非生产性的。目前社会上较广泛存在着对老龄化的忧虑与恐慌，

这些现象所基于的假设是：个体或群体一旦超过６０／６５岁，将从 “生产者”或 “劳

动力”立即转化为 “被抚养者”或 “负担人口”。这种片面关注生理年龄的 “老年

人”和 “老龄化”定义，忽视了老龄化的多元性、层次性、阶段性、动态性，以及

巨大的个体和群体差异。这不仅始于人们对待 “衰老”的粗糙的传统观念，也源于

现有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运行仍基于传统的评价指标和政策工具。不仅如此，考虑

到我国发展不平衡所呈现的较大区域差异，传统的指标无法反映老龄化对某一区域

的真实影响，更难以体现其应对老龄化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有鉴于此，有必要重

新定义和定位 “老年人”和 “老龄化”，科学反映个体老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动态过

程，突破现有老龄研究的桎梏、转变传统政策干预的套路，并逐步弱化大众对待老

龄化的不必要的悲观态度。只有当公共政策不再机械地将 “老年人”和 “老龄化”

与 “负担”和 “挑战”相等同，才能真正形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在这样

的环境中，老年人不仅仅是需要支持和照顾的对象，延长退休年龄不仅仅是为了补

充和平衡养老金，老龄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负担和挑战，同时蕴含机遇与希望。

三、战略部署要点及可能的政策选择

目前国家为应对短期的现实养老压力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无疑非常必要，

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常态，不仅要聚焦于５—１０年内的应急策

略，更需要为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好铺垫，不宜轻易 “舍远求近”。根据新时代我国全
面深化改革和大力发展民生的重大需求，我们认为当前老龄化战略布局应首先重视

以下四个议题。

（１）立足于我国人口态势及老龄化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战略配置。作为一个人口

大国，我国人口发展不仅涉及国计民生，而且关系民族兴衰。从人口学的研究视角

出发，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应遵从人口发展规律，重视以下三个阶段：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年之前是未来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其间还

会出现 “底部老龄化”和 “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暂时性现象，这是应对老龄化

的战略储备期和政策落地期；２０３０—２０３５年之前的社会抚养比相对较低、老年人口

结构相对较年轻，但抚养比重点已显著地向老年人口倾斜，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婴

儿潮”期间出生人口开始进入高龄阶段，这是应对老龄化的政策适应及强化期；

２０５０—２０５５年前后的抚养比将比目前水平提升两倍以上，高龄化群体庞大，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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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将到达峰值 （２０５５—２０６０年），区域均衡问题在这一时期内也将需要妥善处理，

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攻坚期，并最终夯实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持

续发展的基础。

（２）在文化和制度传承的基础上更新理念和创新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核心在于构建整个社会的 “积极老龄观”。当前老龄社会治理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源于

传统以中青年人口为核心的社会所形成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政策安排不适应老龄社

会的发展，因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对老年人的排斥乃至歧视，

这样既使老年人利益受损，又导致老年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此外，传统观念及文

化还习惯将 “老”与 “衰弱”画上等号，这既缺乏对生命伦理的现代解读，也不利

于老年人自强观的建立和自身能力的发挥，更滋养了 “悲观论”和 “政府全能全责

论”的土壤。因而应在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层面上确立 “年龄平等”的原则，在继续

弘扬尊老爱幼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对教育制度、就业制度、薪

酬制度、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深刻改革，并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变革和发展中强调年龄平等观念，消除现有治理格局中存在的

固有障碍及歧视，实现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公平参与和共同发展。
（３）在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兼顾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经济

支持体系。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老龄化不仅会对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力市场、

储蓄、税收、投资消费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而且从长远来看，老龄化使中国

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社会层

面，老龄化将影响阶层分布与代际关系、城乡与区域结构、家庭模式、住房与迁

徙等，并对卫生与医疗保健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研究及实践较多强调为老年

人提供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支持，但在老龄化常态化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跳出这一思

维定势，在多元共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兼顾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和经

济支持系统，调动并整合政府、社区、家庭、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不同社会系统主

体的作用，在重视社会和经济体系整体均衡的基础上协调不同群体和世代之间的

需求和福利平衡，并通过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尤其是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

而赋予老龄社会以新的活力。

（４）重视并加强对老年人群体演化和未来老龄社会发展的研判。中国社会在人

口转变、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并举的特殊时期迎来了老龄化，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
重大变化将伴随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国未来老年人口的特征和变化规律如

何，未来老年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和行为模式差异如何，未来老龄社会的形态和演化

趋势如何，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将如何重塑未来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政治格局，这些

问题不仅已超出人类现有的历史经验，而且给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治理带来了诸多变

数。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亦正在深度改变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产

业格局、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形态，其对老年人行为模式和老龄政策设计空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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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到战略性重视。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相同步，

这些技术产业发展能够有效提高社会 “老而不衰”的程度，可以降低老年人生活自

理的生理门槛，还能促进老年人生产方式和社会角色的转变，未来无疑需要更多的

政策扶持。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医疗健康电子产品制造、系统集成、服务运营等

在内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链，服务机器人的发展可能还会弥补因劳动力减少而出现

养老护理人才缺失与结构失衡等现象。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升级，尽管会缓解老龄社会劳动力减少的困境并有效提升生产

力水平，但也会对传统就业市场产生结构性冲击，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应对老龄化

的资源格局。人工智能、物联网、生命科学在改变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的同时，也极大地重构着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格局和政策工具。

联系当前实际，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是近期战略部署中所不可回避的政策主题。

（一）更新老年定义，扩展政策应对空间并优化社会氛围

老龄政策的性质和内涵取决于对老年人及老龄化的界定，以某一年龄为尺度的

老年定义的长期执行，使老龄社会的真实影响无法得到有效估计，一些误导性认识

更导致应对老龄化的诸多策略有失偏颇。随着人口健康素质的不断改善，工业化和

城市化带来产业结构及工作性质的不断转型，目前已有必要对 “老年”和 “老龄”

进行重新审视，突破传统上聚焦于生理年龄的单一静态标准，形成可准确反映人口

动态和社会现实的界定标准和分类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有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

体系。学界对此已做尝试，① 为缩小 “老年人”概念的边界及外延奠定了较好的学

术基础。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政府涉老机构以及统计部门应适度跟进，以形成官

方定义和指标体系。目前在推迟退休政策大思路已出台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首先尝

试把 “退休年龄”的提法逐步转变为 “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以将 “退休”

的概念与 “衰老”的意象脱钩，并与相关政策互动，为重新定义老年及老龄化做好

铺垫。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生活方式变迁，养老金作为一种公共资

源，其配置规则将日趋精确化和精细化，而与此同时，人类有效工作时间的提升空

间亦日趋萎缩，因而应逐步将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权利 （或部分权利）交由个体

选择，以支持老年人口 （特别是相对健康年轻的老年人口）相对自主地参与社会发

展过程并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更新定义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改变人们的传统理念并进行文化升级，推动营造

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政府与社会应当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应对老龄化的讨论，消

除对于老龄化的过度解读，弱化对老龄社会不必要的担忧甚至恐惧。当突破原有的

·７４１·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

① Ｗａｒｒｅ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ｅｉ　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翟振武、李龙：《老年
标准和定义的再探讨》，《人口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理论和传统羁绊，我们将会对老龄社会有全新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会不断深化和

更新，由此产生全新的应对策略和可用的应对资源。此外，中国文化中的死亡忌讳亦

导致了在与衰老和死亡相关的问题上，公众参与不足、制度设计趋于保守，学界和政

府有必要引导公众正视生命伦理，在关注 “优生”的同时也要关注 “优死”，高等教

育与行业／职业教育中的相关专业应设置涉及生命与死亡伦理的课程，并加强社会宣

传教育。

（二）构建常态统筹机制，为推动实现 “整体性治理”奠定必要的行政基础

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成为协调我国老龄工作的主导政府部门，但从部委

到地方涉及老龄治理的政府机构仍众多。这体现了国家对老龄工作的重视，却可能

导致多头审批、盲目设置、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局面，还可能使得政策接轨困难。

现有的老龄事务协调机制亟需创新及升级，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其效能，为推动并实

现老龄社会的 “整体性治理”进行必要的统筹。为此，有必要全面梳理我国各级政

府、各类机构和各地区在老龄化治理上的资源投入、职权内涵、政策积累和发展目

标，建立健全在信息交换与沟通、资源投入和共享、权力与责任调整、决策咨询与

参与、政策实施支援体系与网络建设、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的跨部门和跨区域协作

的行政统筹机制。

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例，社区在养老服务供给上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

目前政府已投入大量养老服务资源。然而由于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这些服务管理

难以形成部门间的联动与合力，资源浪费与资源短缺并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低，

信息碎片化严重。① 同时，养老服务行业存在投资大、经营利润空间小、回收周期

长等问题，市场主体或社会力量介入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动机动因缺乏，养老服务

的市场参与和社会参与不充分，服务专业化程度低。因而有必要在资源下沉和数据

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养老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服务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以破除碎

片化并增强社区的辐射性。首先要做到的包括：强制性和自主性的信息公开、强制

性或法定的决策咨询与过程参与、共享数据库建设、跨部门的标准制定以及协同研

究和培训等。这些工作的有效运作需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养老服务管理人员，

既熟悉养老相关的政府政策，又具备较完善的医疗知识储备和基层沟通经验。基于

老龄社会对这一专业人才队伍的需求预测，有必要在高等教育培养体系中扩充福利

社工培养方向，并在专业设置与培养方向上聚焦社区养老服务。

此外，目前一些城市社区推行的诸如 “时间储蓄银行”、“老伙伴计划”、“为老

服务券”、“爱心呼唤铃”等社会工作实践，以及一些农村的 “村办养老”尝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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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需要政府投入很多政策和资金成本，对政府服务进行了有益补充，在满足老年
人实际需要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老龄工作的社会参与度，亦有较好的宣传教育功能，

具备很大的推广及扶持价值。将下沉在社区的政府投入与民间资源相整合、协同并
统一管理，无疑是对 “整体性治理”的生动注解。

（三）重新诠释 “计划生育”内涵，加快放开生育限制

当前我国人口变动的主要矛盾已从过去的人口总量过大转向人口结构快速老化，

未来人口发展的风险聚焦于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 “双低”，且育龄人群持续缩减已成
定局。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如果生育率长期过低，那么任何制度安排都难具持
续性。因此应当对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作全新的诠释，尽快从 “按政策生育”转
型为 “家庭自主生育”。新时代的人口战略不应将 “计划生育”狭义化，“计划生育”

不等同于 “只生一个好”或 “只生两个好”，更不等同于 “限制生育”和 “控制生
育”，它依然是 “有计划的”，即倡导夫妇根据个体条件、家庭状况以及对社会经济
环境的判断而自主地决定其生育计划，包括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在未来的
十多年间，中国育龄人群 （特别是生育高峰期人群）的数量将快速减少，这为尽快
调整生育政策提供了有利的时间窗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可以有效遏制出生人
口数的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同时也将降低政府用于限制生育的行
政成本，提高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获得感。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依靠放开生育数量限
制并不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但可以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更为有
利的条件，并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时间。近期应当尽快启动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修订工作，尽快取消有关计划生育 “一票否决制”和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制度安排，

以尽可能减少限制生育的法规条例。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适时推出生育友好型家庭政策以优化生育养育环境，确立
“有责任的家庭养育”这一政策立场，支持家庭更好地承担养育培育子女的责任，阻
断贫困和愚昧的代际传递，让育龄人群不仅 “能生”，而且 “敢生”和 “想生”，以
进一步挖掘生育潜力，真正实现人口政策的中长期目标。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之一
本就是增加人力资本储备以应对老龄化，良好的家庭功能是形成和发展优质人力资
本的首要环境，尤其人力资本在新形势下的新内涵 （如社会能力、精神品质等因素）

更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育政策和家庭政策有必要对此特别关注。

（四）加强代际转移支付研究，并强化对劳动人口的投资

我国劳动收入的峰值年龄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０岁提前至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３０—３２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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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劳动力劳动收入的增幅显著超过中老年劳动力。① 与此同时，受益于近３０多
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老年一代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一定财富 （如房产），这是以下几
代人都无法比拟的，这种收入与财富的代际差异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存在，年
轻人口依靠父辈家庭的支持在城市中购置房屋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尽管目前年
轻人享受了更高的收入，但在财富积累方面不敌父辈。而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和
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科技进步所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在代际和谐的
基础上平衡收入与财富的关系，将为未来应对老龄社会财政压力的同时创造出空
间与时间。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养老保险从实物经济的视角来看都是靠后代养老的

计划，筹资模式的不同仅区别于未来老年人向年轻人索取物质产品 （包括商品和劳
务）的方式，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始终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及其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险系统正面临 “系统老龄化”，② 因此亟需开展前瞻性的
制度设计研究，以保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深度老龄化的过程中长期持续平衡。毫
无疑问，投资人力资本和推动产业升级应成为我国老龄化应对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之一，即所谓 “以质量换数量”的发展战略。为实现这些目标并为制度创新及变迁
提供条件，政府应将已收获的 “人口红利”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福利等直接
关乎未来人口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并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 （学习）体系，

将教育和学习贯穿于各个年龄阶段的群体以及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使劳动力
始终保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以真正落实 “积极老龄化”的
战略目标。

（五）正视就业模式多元化现象，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高速铁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经
济与共享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创新，传统经济活动、经济组织以及就业模式将经历巨
大冲击，并可能在未来的２０—３０年间重组现有劳动就业市场，这为中老年劳动力的
“再就业”和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事实上，目前与老龄化相关的
产业要素已经初现端倪，例如老年金融、老年照料及护理智能化等领域正在创造出
大量全新的职业及岗位，有些工作甚至并不属于传统就业概念，而是以今天看来仍
“非常规”的形式存续，现有的统计方法及统计口径已无法准确反映当前社会的真实
就业形态。

·０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①

②

其中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年轻劳动力接受大学教育比例大幅上升，二是年轻的农村劳
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行业。
即在社会保险参保人群中，待遇享受人群相对增加、缴费人群相对减少的现象。参见
何文炯：《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民生·治理”高峰论坛论文，杭州，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９日。



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应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创造有利的制度和

政策环境，积极推动老年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为数量巨大的中老年劳动

力提供适合老年人体力和脑力特征、能利用老年人所拥有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就

业岗位，并避免卷入同年轻劳动力的竞争。鼓励老年人口推迟退休，或在退休以

后能够继续通过灵活就业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成本较低，但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

仍然需要对老年人 （尤其是年轻老年人）进行必要的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以提

升老年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这不仅是学习型社会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国从人力资

源大国发展成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举措，我们的全民教育体制应当也完全能够为

此而进行必要的改革。

（六）强调 “医养护结合”，优先并重点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照护

从中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最大压力不是老年人的生活费用，而是医疗

费用。自２０１５年底以来，“医养结合”的议题日趋升温。然而对于老年人口中的绝

大部分而言，最为迫切需要的并不是以诊断、治疗和手术为主的医疗服务，而是日

常生活照料和非治疗性康复护理 （如延缓慢性病发展或维持生理机能等），即 “长期

照护服务”。尤其当前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仍非常年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婴儿

潮”期间出生人口进入高龄 （８０岁及以上）阶段还有１５年左右，这是完善我国养

老服务体系的重要 “窗口期”。在此期间，国家应在 “健康中国”的大战略中着重发

展老年长期照护服务，强调 “医养护结合”，将其定位于 “社会服务”而非 “医疗服

务”。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实践已表明，除了必需的医疗服务之外，通过 “社会服

务”和 “医疗服务”的不同途径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内容，前者费用平均比后者降

低３０％左右，① 这在医疗服务资源紧缺的中国更是如此。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养老制度安排的一个误区是过于追求面面俱到，但

缺乏重点突破。我们认为当前长期照护服务的重点对象应首先聚焦于失能失智老人，

尤其是中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老年人失能失智状态的出现和中重度失能失智老人的

生存期都有较稳定的规律，且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需求相对稳定和有限，

这都为提高政策命中率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政府应着力推动机构、社区和家庭等

多元化服务主体参与长期照护体系的运作，根据老年人失能失智水平设计不同的照

护模式与之对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家庭的支付能力，灵活使用补贴、税收优惠以

及政府直接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并特别关注农村地

区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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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钧：《中国老年服务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前景》，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

３期。



（七）在重构家庭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并支持现代家庭建设

支持家庭建设应成为我国老龄化应对中的一个特色以及重点。这样做不仅能短

期收效，而且有助于政策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

及项目存有诸多缺陷，并大体上呈现 “去家庭化”与 “再家庭化”相博弈的矛盾特
征，① 不仅不能适应在家庭规模小型化、形式多样化、功能网络化等基本条件下

的 “现代家庭建设”，更不利于家庭在应对老龄化中发挥作用。考虑到中国的老龄

化现状，除了前文提及需尽快将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政策完善相协调，国家更应

在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尝试以家庭整体作为基本

福利对象，推行制定以家庭或家庭户为单位的社会政策，并给予承担养老或抚幼

责任的家庭更多关注。对于有养老需求的中低收入乃至贫困家庭给予直接资助，

将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平衡新农村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

此外，已有多项调查表明，目前 “儿童照护服务”和 “老年居家陪护服务”均
供需失衡，尤其是多数城市青年都不得不依靠老年父母帮带孩子，这不仅凸显家庭

服务缺位，还极大制约了老年人力资本有效开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推行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困难。政府应着力扶持和规范家庭服务业，论证 “政府购买

服务”的可操作性，研究家庭服务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策略，总结各地已有实践，

测试政策和项目的抗压性、宽容性、可持续性和加总效应，并由此逐步建立效果评

估体系以适时推广完善。

（八）善用 “人口红利”，并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均衡研究

我国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最后 “窗口期”，但城乡和区域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条件的困

境，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亦由此在城乡和区域间依次推移，并主要以农村年轻劳动

力向城市的流动作为桥梁来兑现红利。政府应当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基

础上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迁移，利用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

的错位发展策略，尽可能延长不同地区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

最后的传统红利，并将之更多地投入教育和健康事业以使人口红利实现从数量型向
质量型的转变。

需要特别指出，传统人口红利的收获条件是充分就业和足够多的年轻劳动力，尽

管我们已不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但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

的深化和发展的继续，中国国力正日益增强，如能利用有利的国际贸易和政治经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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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境，中国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收获新的人口红利。在过去的３０多年中，发达国

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我国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有

理由认真思考如何才能从对发展中国家大量年轻人口的有效利用中获益，并同时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双赢。目前年轻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大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地区的长期投入已形成了相对有利的环境。在全球化时

代，尽管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但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对经济利益和发展资源的

争夺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各国为应对老龄社会而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国有必要也

完全可能突破国内经济资源的限制，从全球化的高度思考我们的老龄社会应对战略。

此外，未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人口老龄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

区域差异将可能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时期产生叠加效应，使其面临人口加速老化、基

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双重挑战。因此，有必要前瞻性地统筹设计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的区域协调与整合机制，这既是一种针对现有可能存在的资源错位的纠偏机

制，也可以作为一种规范与引导未来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序流动的优化配置机制，

以保障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九）老龄社会的应对不能离开对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关注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各类不平等现象在老龄化背景下到底趋于恶化还是趋于弱化

尚无定论，但对于这一动态议题无疑需要特别关注，并尤需重视当前的弱势儿童和

性别平等问题。

现有政策较多关注如何提高出生人口数，但对如何提高已出生少年儿童的健康

素质和人力资本则关注较少。中国现有的几千万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的

生存和发展状况均堪忧，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

战将是一个不利因素。儿童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社会经济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更

需要系统性的公共干预以及更大的社会公平。① 应当始终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和成长

早期干预的基本方针，以健康和教育为战略重点，以困难家庭为主要扶持对象，并

针对不同地区与不同儿童群体设置差异化的政策主题与项目，从而动态适应儿童生

存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的政策体系应从看重生育到关注养育，逐步完成从 “多

生”到 “善养”的过渡。

在老龄社会的应对中还需要关注女性群体的权益，社会分配的不均等往往与性

别不平等问题相互交织。由于女性在生理寿命方面的优势，目前我国各地女性平均

预期寿命大多较男性长５岁左右，而高龄女性的身体状况和寡居模式又加重了老年

女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系统的依赖，但相关公共政策却基本保持了所谓性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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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玛蒂亚·森：《为何要特别担忧儿童发展？》，俞建拖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
参考》第２４号 （总１４６号），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立，这使得我国男性在医疗与养老公共转移支付等方面相对于女性有绝对优势。不

仅如此，当前老年贫困群体正在趋于以女性为主，这在农村地区尤甚，部分农村中

老年贫困女性的生存状况较为恶劣，已成为地下宗教势力渗透的重要目标，这一问

题亟待关注。我们在制度和政策设计时应加强社会性别研究，避免女性长寿的生理

优势转化为老年贫困的社会劣势。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应对绝不是一种应急策略，必须更加注重多元主

体的整合参与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在保证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可持续性的基础

上，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鉴于此，在前述治理模式转型和公

共政策应对要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进一步凝聚其共识。

首先，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带来挑战的同时亦蕴藏机遇。中国在应对人口老

龄化上具备 “后发优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

景下进入老龄社会，尤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

经济形态和结构已和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时代截然不同，这一方面为中国

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空前的契机与资源，另一方面也使传统制度和政策操作的空

间越来越小，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而这些改革与创新亦将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老

龄社会的潜在机遇。

其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模式需基于 “中国思考”形成 “中国方案”。中国

的老龄化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其发展进程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验。

其治理模式应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现实，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

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基于
“中国思考”提出适合中国实践的社会改革和制度重构方案，并逐步将 “中国特征”

转化为 “中国优势”。

再次，中国当前老龄社会治理需要新理念、新文化和新制度。传统建立在年轻

人口占绝对主体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制度安排架构需要根据老龄化的发展态

势作出相应调整及重构。每一个个体、家庭、社区、组织，乃至整个市场、社会和

政府都必须在适应这种人口学变化的前提下更新或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源

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结构，原有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涉及重新选择，传统文化和制

度安排亦需要升级。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情境，还应将整体性①和可持续性作为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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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整体性”有三层含义，一指治理主导者———政府自身的政策整合和机构联动机制；二
指政府、市场、家庭等不同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三指不同群体和不同世代的共同参
与。三者相辅相成，互构而共生。



理格局转型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又次，中国老龄社会治理应尽快形成全球视野。在人类社会走向持续而普遍老
龄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特殊的发展进程。随着中
国老龄化的深化，其对人口及劳动力格局的重塑将逐渐转化为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形
态升级的强烈诉求，并进一步对全球产业布局和贸易结构产生影响。届时的老龄化
治理将突破国境限制而演变为全球治理问题，进而寻求全球范围内的治理资源，对
此应未雨绸缪。

最后，正如本文所不断强调的，作为一种全新且难以逆转的人口和社会形态，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新的基本国情。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中国
人口老龄化演进的过程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在时间上基本同步，
“中国梦”的实现将以老龄化为时代背景之一，随着其间全球社会经济情势的快速变
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区域差异、

文化传统、家庭伦理等基本国情为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丰沛的资源禀赋和多
元化的治理路径。未来的中国老龄社会应是一个 “不分年龄人人共建共治共享”①

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治理格局下才能使每一个体都能够保持身心健康、享有
生活保障，并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从而真正化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

〔责任编辑：李凌静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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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联合国于１９９５年针对全球社会发展问题制定了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行动纲领，

１９９９年又将其作为 “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它呼吁不同年龄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高度重视社
会治理问题。本文针对老龄社会治理将两种提法予以结合。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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